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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益阳地区水灾概述 ①

付莉莎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益阳地区自古就是水灾多发之地，民国时期水患更加频繁严重，呈现季节性、连续性、频率高、范围广的特征。
连年的水灾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严重破坏民众的生产生活，造成社会秩序混乱，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对民国

时期益阳地区的水灾研究，可以为当代治理洞庭湖区的水患、减灾防灾提供历史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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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阳地区位于湖南省境内的环洞庭湖地区。由于洞
庭湖位于长江中游与湘、资、沅、澧四水交汇之地，地势低

洼，特别是春夏之交，降水集中，容易形成暴雨，造成湖区

县市渍涝、堤垸溃决，水灾已成为这一地区最大的忧患。

虽然益阳地区水灾古已有之，但是从水灾发生的频

率、强度、造成的影响来看，民国时期处于一个极活跃的时

期。“无年不灾，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是其真实

的写照。频繁的水灾不仅使得益阳地区的人口急剧减少，

同时造成农作物减产、家畜伤亡，影响工商、交通等部门，

引起社会动荡不安。

一　水灾概况
民国时期益阳地区水灾频繁，可谓是十年九荒。据

《湖南自然灾害年表》统计，民国３８年间，益阳地区共发生
水灾３５次，其各县水灾发生年次如下：沅江２２年次，南县
２０年次，益阳１８年次，安化１３年次。可见，位于洞庭湖区
的沅江、南县发生水灾的次数明显超过了安化县。

１９１２年，沅江大水，诗人君剑在《沅江大水行》一诗中
写道：“洞庭七月风雨急，蛟龙怒起波涛立。长堤一溃百十

丈，千家儿女走且泣。我来捧檄赈灾区，一水茫茫无处居。

舟子吞声为我道：竹篱颠倒是吾庐。去年湖水初汛时，典

衣尚可强自支。今年春耕粮久绝，磨刀霍霍剥树皮。于今

洪流四处溢，菱根树皮亦无出。船行十里少炊烟，屈指不

食已三日。秋风况复逼人来，搜箧无衣更可哀。啼饥号寒

苦交迫，吾罪伊何罹此灾！有子卖作富家奴，有妇雇为他

人乳。骨肉流离不相见，言讫哽咽泪如雨。”［１］南州厅：“７
月北水暴涨丈余，南水涨势亦盛，境内东部的同春、农学等

３０垸受灾最重，田庐牲畜尽付洪涛”。［２］安化县“四都大溶
溪，骤遭大水。因来势过猛，又值黑夜，人民不及防护，以致

冲倒房屋十处，淹毙人口甚多”。

１９１４年５月，“沅江县水陡涨三尺，二十垸先后扫溃，
淹田五万余亩，灾民约三千余户，庐舍器具牲畜之随波漂

流者，不可胜计。益阳河水陡涨，平地水深丈余，其受灾最

重者，禾苗概被淹没，牲畜器物大半漂流，房屋亦被倒塌，

溃口共计二十七垸，淹田约计十五万余亩”。［３］

１９１８年，沅江大水，全县溃垸８３垸，大批灾民外出逃
荒［４］。８月，益阳大雨，大水，甘溪港、洪合湖、孙家垸、曲尺
湖等处堤垸倒溃［５］。８月１６日，湖北省石首县溃垸，涛峰
直下洞庭，南县境内堤垸冲溃多处［２］。

１９２２年７月南县：“霖雨兼旬，加之南北雨水暴涨，县
内保全垸一带溃去十八垸，东乡乌嘴大垸亦破，接连长乐、

永康等数十垸接溃，自抵沅江之草尾，长百余里”。［６］安化

县内山洪同时爆发，各溪流沿岸田禾、庐舍、桥梁俱尽，为

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水灾，史称“壬戌大水”。［７］桃江地区大

水成灾，三堂街被淹，水深２尺［８］。

１９２４年７月，大水。资江泛滥，两岸房舍田禾尽毁，安
化县大福坪淹死３０人，益阳、沅江２县溃１２０余垸，灾民
３７．６万人［９］。

１９２６年６月３０日资水陡涨数丈，较１９２４年尤高三尺
五寸，几与城齐，益阳沿河市、乡镇扫荡殆尽，堤堰溃没无

遗，人登屋顶，随屋漂流，络绎不绝者三昼夜，多不得救，所

有劫余遗民［１０］。７月，沅江大水，溃 ４４垸，８月，又溃 ８０
垸［４］。是年，桃江的龙溪地区５月２０日发生暴雨，造成山
洪暴发，栗山河街房屋全被冲走，平地水深丈余。［８］

１９３１年８月１５日起，沅江洪水猛涨，县城最高水位达
３４．１５米，全县大面积受灾，受灾民众达２５万人，其中死亡
５４７３人，灾情之惨，为５０年所未见。［４］是年，南县春霪雨连
月，入夏，湖水高逾垸田数尺。８月湘、资、沅、澧水诸水涨，
南县仅和康、荣富、中和、两泰、又东、大北州、光复等垸未

溃，灾民近 ２３万，溺死与饿死者 ９０００余人，淹没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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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８３万亩。［２］７月暴雨，桃江泗里河，伍家洲、龙溪水灾严
重，武潭息家湾山段山洪暴发，有夏姓水碾屋被冲走，全家

６人死５人。［８］

１９３３年自７月起，沅江大雨连连，整旬不退，水势高
涨，堤身南部被溃之垸达６０余处之多，其余未溃各垸渍灾
严重，收成无望。［１１］安化入夏以来，风雹肆虐，霪雨为灾，农

作物多被摧腐，田禾尽皆淹渍，而资江流域，水势尤大，沿

岸田庐、漂没甚多。［１２］南县５月至７月，霖雨连绵，兼之北
水骤涨，洪涝交袭，堤垸溃决及半。［２］

１９３５年，沅江６月１４日以后，倾盆大雨，昼夜不息，河
水飞涨，资、沅二水及湖南水势之高度较之１９３１年尤高数
尺或丈许不等，烟波浩渺，一片汪洋，南北各垸先后溃决，

恍如天崩地塌，房屋人畜顷刻悉付洪流，女哭男嚎，目不忍

睹，县内第二区大东乡有王光业一人因惨被水灾无处生活

自缢身亡，孙科山、孙国庆、王友发等六名目击田园淹没，

屋宇无存，相继投水自尽，灾情之惨为从来所未有。［１３］６月
中旬，益阳县天降霪雨，湖江水涨，各县山洪骤聚，陡涨丈

余城梁内外沦为泽国，６月１９日以后，又复大雨滂沱，二昼
夜不消停。致沅、资两水继涨，加之西水倒灌，宣泄困难，万

顷洪涛，灌入城内，城内水深丈余，房屋多被冲毁，漂没牲

畜什物不计其数，灾情之惨重较二十年民国尤甚。［１３］安化

６月自２４日起至３０日，大雨倾盆，连续三次，山洪暴发，沿
岸三十余里，屋舍田禾漂没甚多，屋宇、桥梁、道路、水碾、筒

车等冲毁殆尽。［１４］南县７月开始，霪雨连月，南水、北水并
涨，外河水位比１９３１年高逾２尺，堤垸多溃，灾民２０余万，
饿死者甚多。［２］

１９４８年，滨湖普遍渍灾。沅江为受害最严重县份。沅
江县位于洞庭湖尾闾，值资江、沅、澧三水入湖之孔道，地

势属低洼，素有水患。本年入春以来，雨数日或数十日不

止，湖水暴涨，南部盛德、德兴诸垸已告溃决，其它各垸亦

岌岌可危，估计本县今年遭受渍灾田亩达七十余万亩以

上，受灾人口超过二十万以上。［１５］南县７月江水暴涨，两水
顶托，全县仅又东、两泰、育才３垸未溃，淹田５６万亩，灾民
２４万余，堤面、屋顶、树梢栖满灾民，号泣之声不绝。［２］１９４８
年，益阳霪雨连月，资水暴涨，县城沦为泽国湖乡，一片汪

洋，田园屋舍荡然无存，春耕已毁，秋收无望，哀鸿遍野，老

弱载途，粮价暴涨，生活无法维持，损失达 ２０００余亿
元。［１７］安化大水，资江一昼夜水涨一丈六尺。金鸡坳石墩

桥被冲毁，善溪两岸一片汪洋，漂泊竹木无数。［７］

１９４９年６六月大水，益阳县淹没农田５０万亩，冲毁房
屋２５００多栋，桥梁７０座。全县溃垸５１个，淹死千余人，灾
民共计１１．８２万人。［９］桃江地区的马迹塘发生山洪，湖区洪
灾，沅江县溃 ５０垸，另有 ７５垸渍涝严重，南县亦溃 １０
多垸。［９］

由上可知，益阳地区的重大水灾主要集中发生在

１９３１、１９３５、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而这四年也是民国时期湖南洞庭
湖地区水灾最为惨烈的年份。

二　水灾的特点
由于益阳地区受独特地理环境、气候水文、社会政治

经济因素的交互影响，使得水灾呈现以下特征。

（一）季节性

益阳地区位于冬夏季风与冷暖气流往返交汇之地，属

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降水主要集中在４～８月份，春夏之
交和夏秋之际，成为境内水灾最为活跃的时期。据《湖南

自然灾害年表》统计，这两个时间段发生的水灾次数占总

水灾发生次数的６０％，较强的季节性成为益阳地区水灾的
主要特征之一。

春夏之交，由于受到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锋面和

气旋活动频繁，造成境内霪雨连月，导致低洼地区积水无

法及时排泄，引起渍涝灾害频发。夏秋之际，在低槽、低涡

等复杂的系统作用下，易酿成暴雨天气。连续性的暴雨造

成长江与湘、资、沅、澧四水同时暴涨，互相顶托，导致洞庭

湖区水位抬高，使得周围县市深受洪水威胁。

（二）频率高，范围广

俗语说：“湖南洪涝年年现，十个年头十个面。”益阳地

区表现尤为明显。从时间上看，民国时期这一地区除１９４１
年，１９４４年，１９４５年未发生水灾外，其余年份均发生大小不
等的水灾（如前所述短短３８年间，益阳地区共发生水灾３５
次）。同时从空间上看，由于益阳地区所辖县市位于洞庭湖

区，地势平坦，河网密布，湘、资、沅、澧四大水系在此汇聚，加

之受荆江的重压，因此，各属水系一旦发洪，这一地区便会连

襟遭灾。形成益阳地区的水灾呈现极少一县独自受灾，常常

是波及几个县份，甚至整个地区同时受灾的特点。如１９３１
年的特大洪灾，湖区洪峰漫过堤防，间有大风暴雨，南县、沅

江溃堤３００余个，益阳县护城、兰溪、泉交河一带，平地水深
丈余，沅江县城水深１．７米，安化、桃江地区多处山洪暴发，
损失惨重，全区灾民达６８万人，溺死、饿死者数万人。１９４８
年５月７日湖区县市狂风暴雨，毁屋翻船甚多，继之霪雨不
止，江河暴涨，益阳、沅江县城皆遭水淹，滨湖堤垸多成泽国，

益阳县溃１８垸，南县仅２垸未溃，淹田５６万亩。全区灾民
达２４万人。１９４９年，夏大水，桃江地区的马迹塘发生山洪。
同时湖区洪灾，沅江县溃５０垸，另有７５垸渍涝严重，南县亦
溃１０多垸，益阳县淹没农田５０万亩，冲毁房屋２５００多栋，
桥梁７０座，死亡人数达１０００余人［９］。

（三）连续性

益阳地区的水灾具有明显的连续性。连年不断的水

灾，加重了灾情，造成农作物损毁，人口的锐减，社会经济

的崩溃。

益阳地区各县连续发生水灾的年次分布表

县名 连续两年 连续三年 连续三年以上

安化 １９２４、１９２５
１９３３、１９３４、
１９３５

南县

１９２２、１９２３
１９３０、１９３１
１９３７、１９３８
１９４８、１９４９

１９３３、１９３４、
１９３５

１９１５～１９１９

沅江

１９２１、１９２２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１９３７、１９３８
１９４８、１９４９

１９１４～１９１８
１９３３～１９３８

益阳

１９１４、１９１５
１９３７、１９３８
１９４８、１９４９

１９１７、１９１８、
１９１９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益阳地区连续两年发生水灾达１２
次，连续三年发生水灾３次，连续三年以上发生水灾３次，
其中尤以沅江、南县突出。水灾连续性越强，其破坏性就

越大，造成的损失就越严重。以沅江为例，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
连续五年遭受洪灾侵蚀，造成县内大部分地区沦为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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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倒塌无数，谷米货物损失不可胜计，死亡人口近 ５
万人。

总之，由于受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益阳地区的水

灾呈现季节性、连续性、频率高、范围广等特征，给社会带

来严重的后果。

三　水灾的影响
（一）水灾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１．摧毁房屋，淹毙人口
法国著名学者魏丕信在研究中国灾荒时指出：“洪水

的显著特是其爆发的突然性与巨大的破坏性，而干旱则是

逐渐形成的，只是有限地毁坏生产基础设施。”［１６］洪水由于

爆发迅猛，猝不及防，在人们还未察觉前就已呈席卷之势，

所到之处房屋倒塌、田园荡析，淹死、饿死、冻死、病死者比

比皆是。如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３日，沅江县水灾奇重，全县淹没
田地七十二万五千亩，房屋冲倒二万余栋，淹死男女共五

千四百七十三人。［１７］南县遭遇特大洪灾，淹没农田６４．８万
亩，灾民近２３万人，溺死、饿死者９０００余人。［２］２２１９４８年益
阳县城水深达六尺，淹死三百余人，冲毁房屋千余栋，损失

达二千余亿元。南县除又东、育才二垸外，全部一片汪洋，

被淹面积五十六万亩，房屋、器具、牲畜、稻谷等项损失约

合当时五万六千一百余亿元，灾民十四万零七百八十一

人。［１８］在洪水的侵袭下，广大灾民挣扎于生死线边缘。

２．生存环境恶化，生活困苦
在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下，广大人民已陷入贫

困的境地。然而无情的洪水使得在饥饿中挣扎的灾民生

活更加惨苦。水灾过后满目疮痍：“饿殍载道、积尸盈野、

灾黎遍地、啼饥号寒”。益阳县的灾民中流传着这样的一

首歌谣，描绘了他们的悲惨生活：

少的饿得哇哇叫，老的饿得泪汪汪。

一箪食，一瓢饮，一把菜，一勺糠，

给了儿子给不了女，给了爹爹给不了娘。

树皮、草根、观音土，填了肚子坏了肠。［６］

民国时期益阳地区的水灾多发生在春夏两季，正值禾

苗播种的关键时节。然而水灾肆虐，造成秧苗被毁，秋收

无望，储备的粮食也随之消耗殆尽。为求生存，农民以树

皮、草根、野菜充饥，灾民的身体健康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灾后的慢性饥馑，犹如一群群四处潜伏的隐形杀手，无时

无地不在残害着灾民的身体健康。”［１９］

总之，在天灾人祸频频发生的年代，百姓衣只求蔽体，

食只求充饥，也成为了一种奢望。

３．引发人口迁徙
在民国时期，益阳地区的人口迁徙主要是由于水灾所

致。频繁的水灾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大量灾民无以为

生。被迫远离故土，到他乡谋生。如１９３１年的大水灾，“湖
南地区每千人中离村的平均有一百二十五人，约占灾区总

人口百分之四十，其中百分之三十一，属于全家迁徙，百分

之九，属于单身出走。”［２０］其中沅江大水，受灾人口 ２５万
人，外出逃荒者达３．５万人。［４］益阳８月山洪暴发，良田被
沙石淹没，并冲毁大量房屋，灾民饥寒交迫，沿街觅食，栖

身无地。兰溪镇灾民约５万人，外出逃荒者达４万多人，泉
交河镇灾民７．６万人，逃荒者１．８万人。［５］１９３５年爆发的
特大洪水，区境滨湖地区有近１０万人死亡，１０多万人流落
他乡。［９］然而在逃荒过程中，倒毙沟壑的芸芸众生，又不知

凡几。如１９４８年益阳县火田垸溃决后，有４０００多人外出
逃荒讨米，几乎占全垸总人口的９５％，其中饿死３００人。［９］

大量灾民外出逃荒，势必造成灾区劳动力减少，农业

生产停滞，灾后重建工作受到影响。然而，连年的水灾早

已剥夺了人们的生存环境，为求生存，他们只能背井离乡，

寻找新的生存机会。由此可见，水灾是促成人口迁移的重

要原因。

４．引起疫病滋生
民国时期益阳地区政局动荡，医疗卫生条件落后，加

上水灾频繁发生，为疫病提供了滋生的温床。霍乱、疟疾、

痢疾、鼠疫、血吸虫病等传染疾病在当地蔓延开来。

以沅江为例：１９２６年，沅江子母城虎疫（霍乱）大盛，堤
工局计发棺材百余具，依然供不应求，局中救堤木料，均被

移作死人之棺材。１９４２年６月，境内再次发生霍乱病，仅
草尾乡患者就有１３９人，治愈１人，死亡１２８人，死亡率高
达９２．１％。［４］沅江县为全国血吸虫病重点疫区，其危害严
重。南竹山乡株木山第２村民小组，民国时期时遭洪水淹
没，疫水横流，钉螺密布。４０年代，全村居民因患血吸虫病
绝２１户，共７７人，幸存 ２１户中，１９户是孤儿寡母，时称
“寡妇村”。１９３０年，沅江县杨梅山的枫树湾有居民５５户，
至１９４９年先后死于血吸虫病的达１８７人，死绝４１户，人称
“绝代村”。［４］１９１９年６月，沅江“溪水陡涨，草山内的老鼠
一齐跑上街来。街上的人自然是人人喊打的，打的死老鼠

就满街抛弃。”记者见此情况感叹说：“倘因此发生鼠疫，传

染地方，较洪水猛兽还要重些。”

（二）水灾对社会秩序的影响

１．物价暴涨
益阳地区本为南方的“鱼米之乡”，然而水灾过后，农

产量下降，粮食供不应求，同时由于交通中断，官商趁机囤

积居奇，造成各种生活资料紧缺，物价飞涨，严重扰乱了市

场经济秩序。１９３１年安化县水灾，收成歉薄，米价暴涨，每
石谷价７．５元，米价１５元，且有钱无市。受水灾影响，１９３３
年，安化县猪肉价格为每斤２０．５元，食盐每斤２０．５元，白
糖每斤２７．４元，到１９３５年，适逢当年特大水灾，造成物资
奇缺，供不应求，通货膨胀。与１９３３年相比，猪肉上涨１．
３４倍，食盐上涨２．５１倍。［９］

２．民众心理的影响
频繁的水灾不仅直接危害着人们的生命安全，同时造

成广大灾民心理创伤，导致心理失衡，更为严重造成心理

畸形。他们为求生存，抛弃亲情，卖妻鬻子，更有甚者，饿极

生恶，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如１９４８年大水，益阳火田垸
溃后，全垸外出讨米的就有４０００人，因饥病死于外地的
３００多人，卖儿鬻女的３０多户。［５］据１９５１年南县人民政府
对全县１００户的抽样调查：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４９年间，逃亡的３０
户，卖儿鬻女的１０户。［２］

３．匪盗增加，警民冲突加深
民国时期湖南兵事不断，政权更替频繁。益阳地区深

受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榨，同时又常年遇到水患，使

得民不聊生。每逢水灾过后，境内田庐尽毁，百姓生活极

为困苦。他们颠沛流离，乞食四方，被迫入山为王，沦为匪

盗。然而许多当过土匪的人都说：“苟有一点活路，谁愿意

在刀尖上抢饭，频发的自然灾害，地瘠民穷才是我们沦为

匪盗的真正原因。”［２１］匪患引发的社会动乱，使得政府自顾

不暇，他们无力救灾防灾，从而加剧了灾难的危害。

在社会冲突日益激化的年代，灾民铤而走险，吃大户、

劫掠富户或抢米等事件频频发生，引发社会冲突。如１９３５
年，南县茈湖口难民截夺船户粮食，分食四船莞豆，并与前

来制止的枪警发生口角，后来演变成冲突，难民夺去步枪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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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并将警士捆缚。

（三）水灾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１．农业生产的破坏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整个国民经

济发展的命脉，而气候、水文、地形等自然因素对农业生产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益阳地区素有江南的“鱼米之乡“之称，人们以大米作

为主要食粮。然而民国时期水灾频发，境内大面积农田受

淹、秧苗被毁，造成农作物减收甚至绝收。因此，每发生一

次水灾，轻则禾苗淹渍，收成歉薄，重者颗粒无收。如１９３１
年，沅江因湘、资、沅、澧四水俱涨，加之连旬霪雨，导致渍田

七十二万五千亩，损失三百六十万石，棉麻八百余万元。

１９２２年，南县大水为患，仅原生垸就淹田５３４１０亩，损失稻
谷１７６８４０００石，什粮 １５１９８００石，其他作物 １１０４００
石。［２２］１９３３年６月，安化山洪暴发，各区人畜房屋，什物、田
亩、道路、桥梁冲毁淹没殆尽，其中田亩损失达７５００余亩。
１９４９年，益阳１至５月，霪雨连绵，垸田积水深达丈余。６
月初，复降暴雨，６月５日晚暴雨倾注，通宵未停，加之山洪
暴发，西水倒灌，全县共溃决 ５１垸，淹没耕地 ２３万多
余亩。［５］

１９３５年益阳地区重灾县市粮食损失情况统计
县别 被灾田亩数 平均减产成数 粮食损失石数

沅江 ６８７４１８ ７ ３４７７０９０

益阳 ４６９７６４ ７ ２３９１１７０

南县 ４３０３６６ ５ ２１５１８３０

安化 — ６ —

　　说明：［１］被灾田亩数包括溃垸田和渍垸田；［２］粮食损失石
数为当年所损失的谷、杂粮及当年存谷数之和；［３］本表根据《湖南
水灾各县灾情调查表》（１９３５年７月刊）编制而成

由表可知，作为益阳地区主要粮产基地的沅江、南县、

益阳粮食损失共计８０２００９０石，约占全区８０％左右。而
该年平均减产数达６成以上，可谓损失惨重。此表也反映
出３０年代益阳地区粮食产量不断下降的原因。

农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然而水灾突至，造成良田被

毁，耕畜农具受损，农村劳动力减少，农业生产出现停滞甚

至倒退的局面。益阳地区粮食生产就形成了乐岁则谷米

如冈陵，凶岁则田庐成泽国的状况。

２．工商业衰落
益阳地区的水患除了对农业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外，

对工商业的影响也十分显著，造成其发展步履维艰。

益阳地区是湖南的粮食主产区，它不仅对全省农业经

济的发展起到至关全局的作用，而且与当地工业的发展也

息息相关。然而常年的水灾严重破坏了农业的生产，也使

得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农副、轻纺织业受到沉重的打

击，导致民族工业发展停滞不前。以湖南唯一的近代机器

棉纺企业湖南第一纱厂为例，其于１９１２年筹建，１９１７年正
式建成，到１９２１年时已初具规模，但三年后，纱厂因难以生
存而停办。这与１９２２～１９２４年三年遭遇水患，以致棉田失
收，纺织厂所需原料减少，造成生产中断有着密切的关系。

除此之外，益阳地区商铺也因受洪水的侵袭，关闭者

甚多，造成境内商业呈衰退疲软之势。如南县丰年商旅云

集，市场盛极一时，１９３１年“垸围冲决，谷米、棉、莲均告绝
望，市廛萧索”。［２３］１９３４年，沅江近日以来，水势陡涨，滨湖
各县均已上岸，据调查，沅江被水淹之街道，自北门处木码

头起，经下草河街，草河上街，大西门处正街，小西门上河

街，至南门楚湘街一下，交通断绝，所有河街商铺均停营

业。［２４］１９３５年滨湖县份临湘、沅江、益阳、汉寿、安乡、南县
迭遭水患，金融枯竭，商业衰落。

３．交通运输业中断
因受水灾影响，１９２４年湖南省的铁路事业受阻。兹统

计如下：（１）萍株线，全路水淹及半，交通骤断，“日来水势
不独未退，反复增涨，若遇恢复原状，恐非短时间所可能

也。”（２）长武线，羊楼司铁道附近，被水淹没，“长沙新河之
水，亦已平桥，稍再增涨，湘鄂列车，势将停驶。”［２５］与此同

时，益阳地区的公路、航路运输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如长

益、沅益公路因受到洪水袭击，造成多处冲毁，交通瘫痪。

民国２４年的特大水灾，使得长沙至沅江的航道被迫停运。
水灾之后，境内谷米短缺，同时交通受阻，邻省的粮食等生

活必需品一时间无法运输，难解燃眉之急，导致米价暴涨，

市民心理恐慌，多地出现抢购者，造成行市紊乱的局面。

在天灾人祸横行的年代，水灾对社会各方面造成的影

响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在洪水的摧残下，造成大量人

口死亡，灾民的生存环境恶化，经济秩序混乱，社会不安定

因素加深。另一方面，面对水灾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也促

使社会救济事业不断走向成熟。研究民国时期益阳地区

的水灾，对当代治理洞庭湖区的水患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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